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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工具选择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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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方法】利用长江流域11个省市2000—

2017年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直接管制、经济管制、公众参与3种环境规制工具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

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1)在上游地区,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经济管制型环境规制

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门槛值前后均可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跨过门槛值后促进效果更大。

2)在中下游地区,经济管制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

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在达到门槛值之前直接管制可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跨越门槛值之后直接管制对绿色技术创新

的促进作用减弱。3)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各区域的影响效果均不显著。【结论】根据实证研究结果,结合长江经

济带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及发展趋势,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发展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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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区,与海岸经济带共同构成中国“T”型战略格局,是区域联

动发展战略中一个重要而又极具潜力的经济区域。由于长期粗放式发展,长江流域多种类、多层次生态环境问

题日益严峻,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约束与环境制约问题不断突出。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再次强调“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长江经济带发展应当走“生态优先和绿色

发展新路子”。工业发展是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生态环境系统的主要破坏源。国家先后出台

的《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方案》与《关于加强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均强调应缓解

工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完成工业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实现工业的绿色改造与转型。其中,提高工业绿色技术

创新效率是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发展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工业企业降低经营成本,迎合绿色消费观念并扩大

市场份额,使地区工业实现良性的再生产循环,促进地区经济集约化、高质量发展。2019年1月,《关于构建市场

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的提出标志着绿色技术创新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导向。

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直接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和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根据“波特假说”[1],
适当的环境规制会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在降低企业成本的同时解决了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而另一

方面,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会因所选用的环境规制工具不同而有所差异。长江流域各地区、省
份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促进环境保护与地区工业经济和谐发展,对于推动“一带一路”经济建设,助力国家经

济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当前“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大背景下,长江流域各地区

环境规制强度不断提升、工具选择趋于多样化。那么对长江经济带而言,各类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技术创

新有怎样的影响? 长江流域不同区域应当如何调整环境规制工具选择与政策强度,以促进本地区工业绿色技术

创新? 本研究将对上述问题进行有益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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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献回顾

根据“波特假说”,适当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以降低经营成本,达到企业综合竞争力

提升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双赢的目标。自“波特假说”被提出至今,检验该假说的正确性与环境适用性的成果

已十分丰富,诸多文献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环境规制可以有效促进技术创新,即“波特假说”成立:Berman等

人[2]、Domazlicky等人[3]分别基于冶炼与化工行业检验证实环境规制会促进技术创新;Cole等人[4]、Rubashkin
等人[5]将法律强制度、产业能源强度引入实证模型进行研究,同样证实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正向影响;

国内也有诸多研究提出环境规制可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结论[6-7]。而另一方面,由于环境规制增加了企业的环

境遵循成本,也有大量文献认为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创新行为无显著影响[8-9],或环境规制抑制技术创新[10],即“波
特假说”在现实经济环境下难以成立。

针对既有研究结论差异较大的现实,部分研究认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并进行了实证研究。多数相关文献在部分领域得到一致的结论:从整体上看,当前市场型、命令型、公众参与或

软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依次下降[11-13];不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

性[14-15]。但上述文献均从全国层面进行讨论,没有将研究扩展到具体的区域经济带,进而无法针对区域经济带

给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由于长江流域资源利用、生态保护问题的复杂性与严峻性,当下对长江流域绿色创新与绿色发展的研究正

成为热点。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研究通过测算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率,实现对长江流域绿色

发展情况的整体认知。部分文献利用传统DEA-malmquist指数法、SBM-DEA法、面板空间与面板门槛模型对

长江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或工业绿色生产率进行测算,从侧面考察长江经济带绿色技术创新成果。其中多数

研究认为,从时间演变规律看,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下降趋势[16-17];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明

显的空间异质性,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18-19];部分文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长江流域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二者

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16-20]。但绿色生产率并不能准确反映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受技术进步、规模

效应、管理效率等多方面影响,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考察,并不能准确反映“波特假说”相
关内容,理论支撑有限。

另一类研究关注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技术创新投入与效率的影响。如杨恺钧等人[21]发现长江经济

带IFDI与OFDI的技术溢出水平及这些技术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效果在不同的环境规制水平下存在显著的门槛

效应;裴潇等人[22]认为长江流域民间投资的增加有利于绿色技术创新发展,但长江流域民间投资与环境规制结

合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其中有部分研究涉及环境规制工具选择:李强[23]、苏昕等人[24]将环境规制分解为正式

与非正式两种类型,发现两种环境规制均能促进长江流域环境污染治理效果,两种环境规制对长江流域各地区

环境污染的治理作用存在差异;刘明玉等人[25]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与自愿意识型这3类,研
究发现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长江流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大多关注单一类型环境规制如何作用于长江经济带各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或不同环

境规制类型对长江绿色技术创新的整体影响,而少有文献将两种视角进行结合,考察不同环境规制对长江流域

各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从而无法从创新激励角度,为不同地区的环境规制工具选择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
事实上,由于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区,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能

力、产业结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各地区政府在长江生态补偿体系中的地位与职责也不尽

相同,因而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各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应当存在差异。长江流域各地区应当根据自身区位

特征,选择适宜的环境规制工具并辅以适当政策强度,促进本地区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稳步提升,加速实现本

区域绿色发展目标。
本研究基于长江流域11个省市2000—2017年工业企业数据,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直接管制、经

济管制、公众参与3种环境规制工具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进一步,根据长江流域不同地区当

前的环境规制强度,分别为长江流域上游、中游、下游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提出建议。以期部分弥补当前的研

究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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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设计

2.1理论分析

按政策执行工具的不同,可将环境规制划分为直接管制型、经济管制型、公众参与型这3类。直接管制型环

境规制主要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排放限额等刚性的管控措施对企业的环境破坏行为形成控制;经济管制型环境

规制在对能源或排污权定价的基础上,通过税收、交易、信贷等市场信号来影响企业决策;公众参与型规制对企

业环保决策的干预作用源于公众环保理念,基于社会公共平台,具体通过信访举报制度、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等“软手段”实现。
地区经济特征与制度环境影响着各环境规制工具的绿色创新激励效果,具体包括如下方面。1)市场完善程

度。市场机制完善程度越高,企业间的竞争就越激烈,直接管制工具的成本越高、效率越低;在较为完善且活跃

的市场中,能源与排污权等要素的价格富有弹性,相关交易更容易达成,经济管制工具的效率较高。2)政企关

联。若地区政府与企业间多为显性政治关联,意味着企业寻租空间较大,此时直接管制效果较好[26];若地区政府

与企业间多为隐性政治关联,则可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融资便利和决策所需的有用信息,此时经济管制效果较

好[27]。3)环保监管与执行体系。当地区环保监管与执行体系较为完善时,一方面可以有效激发社会公众履行

环保监督权力,公众参与型规制效果较好[28];但另一方面,企业可能为应对公众监督而长期支付额外成本,可能

会抑制经济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4)研发政策优惠。当政府直接或间接为企业提供研发补

贴或其他便利条件时,有利于企业及时弥补由直接管制、经济管制型规制政策所引致的环保“遵循成本”,进而激

发企业绿色创新意愿[29]。
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区,经济带内各地区间经济特征与制度环境有较大差异。

具体而言:上游地区市场完善程度较低,政企间易形成显性政治关联,为承接东部、中部地区产业而制定的产业

政策优惠力度较大,但研发优惠力度小;中下游地区市场完善程度较高,政企间易呈现隐性政治关联,环保监管

与执行体系完善,为鼓励自主创新而制定的研发优惠力度大。
已有文献证实环境规制工具与绿色技术创新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即环境规制工具的绿色创新激励效果会受

到自身强度的影响。关于直接管制,通常认为,在短期内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强于经济

管制和公众参与型规制[12-13];而从长远来看,有研究认为长期保持高强度的直接管制将使企业对命令的“遵循成

本”难以弥补,进而降低直接管制的绿色创新激励效果。关于经济管制,部分研究认为,高强度的经济管制型规

制能够通过分摊环境成本,减弱企业投资短期化偏向,有效激励企业自发地增加绿色创新投入[30];也有部分研究

提出相反的观点:定量的排污费与累进制环保税将长期占用企业大量流动性,经济管制型规制强度的提高不利

于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31]。
综上所述,在特定的地区经济特征、社会环境下,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绿色创新激励效果会受到自身强度的

影响。拟采用面板门槛模型,从长江流域上游、中游、下游共3个层面进行回归分析,全面阐述各环境规制工具

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效果。

2.2实证模型设定

设定绿色技术创新(GI)受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QZ)、经济管制型环境规制(JL)、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GZ)
及其他因素影响,如(1)式所示:

GIi,t=f(QZi,t
,JLi,t

,GZi,t
,Ccontroli,t,ε), (1)

式中:Ccontrol代表控制变量,ε代表残差项。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对等式两边同时取对数,展开为:

lnGIi,t=α+β1lnQZi,t+β2lnJLi,t+β3lnGZi,t+β4lnCYi,t+β5lnSSIZEi,t+β6lnTTLi,t+εit, (2)
式中:SSIZE代表企业规模,CY 代表产业结构,TTL代表技术能力。

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最初由Hansen提出,他在将门槛变量纳入实证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对门槛值进行一系列

检验,以门槛值为分段点构造分段函数以反映变量间的非线性关系。门槛回归基本模型为:

Yit=ui+X′itλ1I(qit<γ)+X′itλ2I(qit≥γ)+εit, (3)
式中:i=1,2,3,…,N 表示不同个体,t=1,2,3,…,T 表示时间,qit代表门槛变量,Yit表示被解释变量,Xit表示解

释变量,I(·)为门槛示性函数,当门槛变量小于γ时,I(·)取为0,反之则为1,λ1,λ2 为相应的系数。
对面板门槛模型的估计方法做进一步探讨。1)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的选择问题。首先考虑模型设定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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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个体固定效应是Hansen[32]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的条件之一,参见(3)式。若假设面板模型个体

间拥有异质性的随机截距,除非样本量极大,无法利用面板门槛模型估计出唯一参数。其次,从经济社会现实层

面,已有研究证实,环境承载力、要素市场完善程度、政策监管与执行体系完善程度等地区间经济、社会特征差异

均会影响环境规制工具的绿色创新激励效果,但为防止模型出现过度拟合、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并未将

上述变量直接纳入模型。这会使得随机误差项与自变量间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干扰,因此估计面板门槛模型时应

当考虑个体固定效应。2)是否考虑时间固定效应。本研究样本数据来自2000至2017年,时间跨度较大,在此

期间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激励效果很可能呈现出时代性特征。本文通过设立时间虚拟变量的方式控制面板数

据中年份进行控制。即在估计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
因此,本研究以单门槛为例,设定如下3个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1)模型1:以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分析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
计算公式为:

lnGIi,t=B1lnJLi,t+B2lnGZi,t+B3lnCYi,t+B4lnSSIZEi,t+B5lnTTLi,t+

β1lnQZ×I(lnQZi,t<γ1)+β2lnQZ×I(γ1≤lnQZi,t
)+ui+vt+εit。 (4)

2)模型2:以经济管制型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分析经济管制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
计算公式为:

lnGIi,t=B1lnQZi,t+B2lnGZi,t+B3lnCYi,t+B4lnSSIZEi,t+B5lnTTLi,t+

β1lnJL×I(lnJLi,t<γ1)+β2lnJL×I(γ1≤lnJLi,t
)+ui+vt+εit。 (5)

3)模型3:以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分析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
计算公式为:

lnGIi,t=B1lnQZi,t+B2lnJLi,t+B3lnCYi,t+B4lnSSIZEi,t+B5lnTTLi,t+

β1lnGZ×I(lnGZi,t<γ1)+β2lnGZ×I(γ1≤lnGZi,t
)+ui+vt+εit。 (6)

2.3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考察已有的文献,绿色技术创新(GI)有多种衡量方法。部分学者用新产品单位能耗代表绿

色技术创新[33],但该指标偏向于表达绿色生产工艺创新,不能全面代表整体绿色技术创新;且未考虑到绿色生产

中的规模效应。也有部分学者采用研发经费与技术改造经费之和[34]、科技活动人员数[35]等指标衡量绿色技术

创新,但这类指标选取方式将绿色技术创新与广义的技术创新相混淆,指标中无法体现出技术进步的能源节约

效应等“绿色”特征。为克服上述指标缺陷,本研究参考王锋正等人[36]的处理方法,用地区工业企业内部投入与

能源消耗总量之比衡量绿色技术创新。

2)解释变量。① 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工具(QZ)由政府所主导,通过法律与政策制定直接对企业的环境破

坏行为形成约束。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的减少是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最主要的效果之一,选用各地区工业废

水排放量与各地区工业总产值的比值来衡量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当该比值越大,说明该地区的环境规制

的强度越弱。② 经济管制型环境规制工具(JL)主要通过价格、税收和排污处罚等手段来影响企业的排污行为,
即通过增加企业的污染成本来约束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利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重衡量经济管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比值越大说明管制能力越强。③ 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GZ)主要凭借个

人或单位的生态保护意识与理念对企业进行施压和监督,采用环境信访上访批次来衡量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

具。

3)控制变量。采用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来衡量企业规模(SSIZE);采用工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衡

量产业结构(CY);采用有研发活动的企业与企业的总数的比值衡量技术能力(TTL)。
本研究以长江流域11个省市的工业行业为样本进行分析,选取2000—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及《中国能

源年鉴》。
表1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1显示在对各变量值取自然对数后,1)被解释变量绿色技术创新的

最大值为6.3696,最小值为0.8783,二者数值相差较大,其他核心解释变量也存在相似特征。由于本研究时间

跨度较长,这说明变量值可能受地区差异和年际变化双重影响,有必要在回归分析时对地区和年份进行双向控

制。2)综合考察绿色技术创新变量均值、标准差与极值可知,该变量分布可能存在极端值。一方面,这进一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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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了进行双向控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在实证研究中应进行稳健性检验以确保模型不存在指标测量偏误问题。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1 Descriptivestatisticsofvariables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GI 198  4.5896 1.0351  0.8783  6.3696

lnQZ 198 2.9392 0.8713 1.6135 5.0740

lnJL 198 -7.0091 0.7145 -8.9474 -5.4094

lnGZ 198 7.5162 1.1256 2.3979 9.1999

lnCY 198 -0.9629 0.1619 -1.4119 -0.6221

lnTTL 198 -2.2356 0.5534 -3.6667 -0.8399

3实证结果分析

3.1门槛检验

在对门槛模型进行回归之前,首先需要进行门槛效应检验,依据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判断是否存在门槛效应,
并确定门槛值的个数。依次在单门槛、双门槛的设定下对(4)~(6)式进行估计,得到的F 统计量和p 值如表2
所示,门槛值估计结果和置信区间如表3所示。

表2 门槛效应检验

Tab.2 Thresholdeffecttest

地区 门槛变量 直接管制 经济管制 公众参与

上游地区
单门槛 3.76(0.8000) 24.5**(0.0340) 13.55(0.1200)

双门槛 5.69(0.3280) 7.89(0.2301) 6.28(0.2500)

中游地区
单门槛 39.18***(0.0008) 4.76(0.4140) 5.78(0.6180)

双门槛 4.85(0.6160) 1.07(0.9580) 3.13(0.6900)

下游地区
单门槛 18.78***(0.0027) 3.04(0.6060) 10.75(0.1320)

双门槛 5.52(0.3440) 5.01(0.4460) 3.59(0.3240)

重复次数 500 500 500

  注:括号前数字代表门槛检验对应的F统计量,***,**,*分别表示在p<0.01,p<0.05和p<0.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相

应的p值

表3 门槛值估计

Tab.3 Thresholdestimation

地区 模型 指标
门槛值

估计值 95%置信区间

上游地区 2 经济管制 -7.6351 [-7.6763,-7.6144]

中游地区 1 直接管制 4.0490 [4.0264,4.0753]

下游地区 1 直接管制 3.8486 [3.6269,3.9290]

3.2参数估计结果

1)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由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可知,在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以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

工具为门槛变量时,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单门槛效应。① 在长江上游地区,直接

管制型环境规制工具不存在门槛效应,回归系数为-0.507,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对上游地区而言,
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强度每上升1%,地区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上升0.507%。因而整体上直接管制型环境

规制促进了上游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② 在中游地区,当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的强度小于门槛值时,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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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回归系数为-0.740,当跨过门槛值之后,回归系数为-0.638,并且均通过了1%的

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在长江中游地区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并且力度越强促

进效果越大。③ 在长江下游地区,当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的强度小于门槛值时,直接管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的

作用系数为-0.262,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当大于门槛值时,作用系数为0.039但并不显著。这说明在直接管

制型环境规制的强度较高时,可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的强度较低时,对绿色技术

创新没有显著影响。
事实上,由于直接管制带有命令性、强制性特征,对于经济落后、市场机制不完善的中上游地区的效果更加

明显[37];同时从环境规制工具选择发展历程上看,中上游地区政府也更加倾向于利用强制性、命令性手段实现绿

色发展,长期的摸索和改进使行政命令更有效率。下游地区工业企业平均绿色生产水平高于中上游地区,单位

产品的“三废”排放量更低、循环再利用能力更强,因此下游地区工业企业对低强度的环境命令约束并不敏感;只
有当直接管制强度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才会显现。

表4 面板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Tab.4 Estimatedresultsofpanelthresholdmodel

变量 上游地区 中游地区 下游地区 变量 上游地区 中游地区 下游地区

lnCY

-1.884*** -2.161*** -0.301

(-3.18) (-7.67) (-0.52)
lnQZ×I(lnQZ<γ)

-0.740*** -0.262**

(-6.32) (-2.11)

lnSSIZE
-0.429 0.087 0.347***

(-0.40) (0.97) (3.12)
lnQZ×I(lnQZ>γ)

-0.638*** 0.039

(-5.96) (0.25)

lnTTL

0.313* 0.124 0.405**

(1.86) (1.05) (2.33)
lnJL×I(lnJL<γ)

0.405***

(5.26)

lnQZ

-0.507***

(-4.06)
lnJL×I(lnJL>γ)

0.454***

(4.85)

lnJL
0.121* 0.371** R2 0.7671 0.9378 0.7876

(1.76) (2.23)

lnGZ

-0.019 0.005 -0.041

(-0.51) (0.09) (-0.29)

  注:括号内为t统计值;***,**和*分别表示在p<0.01,p<0.05和p<0.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2)经济管制型环境规制工具。① 在长江上游地区,以经济管制型环境规制工具为门槛变量时,经济管制型

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经济管制型环境规制强度低于门槛值时,对绿色技术创

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系数为0.405;当经济管制的力度跨过门槛值之后,对绿色技术创新也为显著的正向

影响,作用系数为0.454,两者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② 在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经济管制型环境规制对

绿色技术创新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经济管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长江中游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的回归

系数为0.121,并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经济管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长江下游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

系数为0.371,并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排污费、环境税、排污权交易等手段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与资源配置,对环境遵循成本进行对冲,从而激

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29]。随着中国当前“排污费”改“环保税”进程加快,经济管制所带来的“创新补偿效应”
得到了进一步提升[38]。实证结果表明,经济管制型环境规制对各地区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均有正向影响,说明

对长江经济带整体而言,环境税、排污费等市场化工具为工业企业所带来的“创新补偿效应”高于环境遵循成本

所带来的“创新抵消效应”。这也与当前长江流域各省份整体排污费、环保税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有关。

3)在各地区层面,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说明信访制度对长江流域绿色技术创新

均不存在显著的正向或负向作用。原因可能在于公众参与作为一种新兴的环境管制手段,发展时间不长,近些

年来虽然中国对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意识在逐渐加强,但是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的促进影响

仍然很微妙。同时大多数企业为规避对工业污染对公众的影响,通常会选择末端治理等行为,此时并不能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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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技术创新行为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因而无法提升企业的整体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3.3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模型不存在指标测量偏误及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具体操作

如下:1)参考朱平芳等人[39]和徐建中等人[40]提出的综合指标构建方法来测算直接管制的强度:选用各地区工业

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产生量来综合测算直接管制的强度;为了排除区域工业规模的影响,采用单位工业产值的

污染物排放来进行测算。2)以各省份历年排污费解缴入库金额作为经济管制型环境规制的替代指标参与回归。

3)以各省份历年行政处罚案件数作为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替代指标参与回归。4)将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
经济管制型环境规制变量二次项纳入(2)式,通过考察变量一次项与二次项系数符号及显著性,判断直接管制型

环境规制、经济管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5。
表5显示,上游地区经济管制型环境规制变量一次项、二次项系数均为正数且显著,说明经济管制型环境规

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会随着自身强度的提升而增强。中游地区、下游地区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变量一

次项系数为正数、二次项系数均为负数,说明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倒U型”影响。上述结果与

面板门槛模型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面板门槛模型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5 Robustnesstestresults

变量 上游地区 中游地区 下游地区 变量 上游地区 中游地区 下游地区

lnCY

-1.531** -2.259* 0.592***

(-2.26) (-1.98) (2.99)
ln2JL

0.051* -0.022 -0.011

(1.89) (-0.85) (-0.12)

lnSSIZE
-0.463* -0.080 -0.312

(-1.89) (-0.06) (-0.87)
lnGZ

0.076 -0.027 0.087

(0.80) (-0.36) (1.36)

lnTTL

0.243* 0.337 0.419** 常数项 6.795 2.952 -0.349

(2.01) (1.59) (2.47) F检验 0.0000 0.0000 0.0000

lnQZ

1.010** 1.352*** 1.080*** 豪斯曼检验 0.0000 0.0000 0.0000

(2.53) (6.22) (3.82)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ln2QZ

0.586 -0.871 -2.103***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0.85) (-1.10) (-1.64) R2 0.6827 0.8562 0.7787

lnJL
0.461*** 0.337 0.207***

(2.61) (0.79) (2.05)

3.4关于区域环境规制强度的讨论

图1至图3分别统计了上游地区经济管制型环境规制、中游地区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下游地区直接管制

型环境规制强度。
根据门槛值估计结果,上游地区经济管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的门槛值为-7.6351,由图1可以看出,上游地区

各省市经济管制型环境规制强度均在2003年跨过门槛值,中间稍有波动;但自2014年起呈整体下降趋势,2017
年回落到门槛值以下。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解释近年来经济管制型环境规制强度的下降:1)从环保投资与环境治

理绩效间关系来看。已有研究总结,2006—2013年,中国企业环保投资与环境治理绩效间呈“拮抗中协调”关系,
环保投资的环境治理效率不高;2014年后二者间呈“高磨合协调”关系,即环保投资开始对环境治理产生显著且

稳定的正向影响,环保投资的环境治理效率较高[41]。中国各地区地方政府开始依靠高质量的环保投资实现生态

保护目标,相应地放松了对环境治理投资额增长率的把控。2)从产业结构方面来看。“供给侧改革”相关方案自

2015年开始实行,重工业企业将“去产能”列入发展战略,高污染、高耗能产业也开始着眼于新旧动能转换,这两

类产业的扩张性投资额有明显减少:以石油加工、化学材料、黑色金属冶炼行业为例,2011—2014年3行业固定

资产净值年增长率分别为8.39%,18.53%和10.61%,而2014—2017年仅为3.68%,0.4%和-0.6%。扩张性

投资额的下降直接导致了与之相关联的环保投资额的下降。
中游地区、下游地区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的门槛值分别为4.0490和3.8468,由图2、图3可知,近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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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游、下游地区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强度不断提高,当前中游、下游地区各省市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强度均处

于门槛值以下。通常认为,直接管制能否引导企业实现“创新补偿”,决定于管制强度与管制执行成本的匹配程

度。随着近些年来长江中下游地区要素市场日趋完善且活跃、环境规制执行与监管效率不断提高,地区直接管

制规制执行成本持续提高,过于严苛的环保命令将使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窗口内无法摆脱环境规制所带来的成

本负担[42]。因而近些年来长江中下游地区排放限额的制定更加科学、排污权交易制度加速完善、环保罚款持续

减少而环境税费解缴额不断提高等现象,都说明了以经济激励代替直接管制将是该地区环境规制工具选择的大

趋势。

图1 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管制型环境规制强度

Fig.1 IntensityofeconomicregulatoryenvironmentalregulationintheupperreachesoftheYangtzeriver

图2 长江中游地区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强度

Fig.2 IntensityofdirectenvironmentalregulationinthemiddlereachesoftheYangtzeriver

图3 长江下游地区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强度

Fig.3 IntensityofdirectenvironmentalregulationinthelowerreachesoftheYangtzeriver

通过与面板门槛模型回归结果相结合,上述对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探讨为各地区环境规制工具选择与政策

强度调整提供了方向。

4结论与建议

利用长江流域11个省市2000—2017年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直接管制、经济管制、公众

631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cqnuj.cqnu.edu.cn           第38卷



参与等3种环境规制工具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

1)在上游地区,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可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经济管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绿

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门槛值前后均可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但跨过门槛值后对绿色技术创

新的促进效果更大。当前上游地区各省市经济管制型环境规制强度位于门槛值以下。

2)在中下游地区,经济管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可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

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在达到门槛值之前直接管制可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跨越门槛值之

后直接管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减弱。当前中游地区各省市直接管制型环境规制强度均未跨过门槛值。

3)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各区域的影响效果均不显著。
根据实证结果,结合长江流域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政府在制定合理的环境质量标准、污染排放限额等强制性环境规制以促进本地区工

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高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环境税、排污费等经济、市场型规制力度,同时优化环境补贴、排
污权交易等经济管控措施,使地区经济管制强度跨越门槛值,以更大的力度促进地区工业绿色技术创新。

2)长江经济带中游、下游地区政府应当在保持企业活力与竞争力的前提下,维持当下的直接管制型环境规

制的强度;同时不断提升经济管制型环境规制强度,以最大程度的推动区域绿色技术创新。

3)工业污染较轻、公民环保意识较强的下游地区的各省市政府,应当率先完善公众参与制度,落实公众知情

权,广泛普及环保知识教育,探索公众参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引导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推动地区绿色创新

与绿色发展。为长江经济带全面推行公众参与环境规制提供理论与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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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rposes]Exploretheimpactofdifferentenvironmentalregulatorytoolsonindustrialgreentechnologicalinnovationinthe
YangtzeRiverEconomicBelt.[Methods]Usingpaneldataof11provincesintheYangtzeRiverbasinfrom2000to2017,thepanel
thresholdmodelisusedtoempiricallyanalyzetheimpactofdirectregulation,economicregulationandpublicparticipationon
industrial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intheYangtzerivereconomicbelt.[Findings]1)Intheupstreamarea,directregulatory
environmentalregulationhasapositiveimpactonindustrial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Thereisasinglethresholdeffectonthe
impactofeconomicregulatoryenvironmentalregulationonindustrial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Bothbeforeandafterthe
thresholdvaluecanpromotethedevelopmentof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andtheeffectisgreaterafterthethresholdvalueis
crossed.2)Inthemiddleandlowerreaches,theeconomicregulatoryenvironmentalregulationhaspositiveinfluenceonthe
innovationofindustrialgreentechnology.Thereisasinglethresholdeffectontheimpactofdirectenvironmentalregulationon
industrial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Directregulationcanpromotethedevelopmentof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beforethe
thresholdvalueisreached,andthepromotioneffectofdirectregulationon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isweakenedafterthe
thresholdvalueiscrossed.3)Theeffectofpublicparticipationenvironmentalregulationtoolsoneachregionisnotsignificant.
[Conclusions]Basedontheresultsofempiricalresearch,combinedwiththeintensityanddevelopmenttrendof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invariousregionsoftheYangtzeRiverEconomicBelt,proposecorrespondingpolicyrecommendationsforthegreenand
innovativedevelopmentoftheYangtzeRiverEconomicBelt.
Keywords:YangtzeRiverEconomicBelt;environmentalregulationtools;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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